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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女性主義文化生產的平台化：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層級化	
可見性勞動

王鴻坤 a

a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深圳市，中國大陸

摘要

本文聚焦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以平台化機制中的商業邏輯

為切入點，描摹她們圍繞平台可見性形成的女性主義文化生產實踐，

由此拓展對公共性文化生產的平台化和公共價值導向的內容生產者的

數字勞動的討論。本研究提出，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通過層級化

的可見性勞動平衡女性主義文化生產過程中商業化與公共性之間的矛

盾：一是可見性的經濟邏輯主導的數據勞動，即通過高質量內容和一

定的分發策略追逐可見的量化層面；二是融合可見性的經濟邏輯與政

治邏輯的關係勞動，指塑造內部親密關係及處理外部衝突關係以強化

可見性的質量；三是可見性的政治邏輯主導的認同勞動，即應對平台

的言論審查機制以規避「不可見」風險；基於上述三類勞動，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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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積攢了一定的平台可見性，並獲得了流量變現的機遇。她們

進一步將這種可見性的經濟邏輯服務於政治邏輯的轉化勞動，以商業

化運作推動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她們的數字勞動實踐體現了將抽象

勞動還原為具體勞動的「反向異化」過程，展現了反抗平台資本的潛能。

關鍵詞：數字勞動、文化生產的平台化、平台可見性、可見性勞動、

女性主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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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how female feminist opinion leaders on Xiaohongshu 

produce feminist cultural content, using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the 

platformiz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to analyze the digital labor related to the 

visibility of non-profit-oriented creative workers. Female feminist opinion 

leaders adopt “tiered visibility labors” to navig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mmercialization and public values while cultivating a feminist culture on 

Xiaohongshu. First, they perform data labor driven by the economy of visibility 

to pursue quantifiable visibility, which involves producing high-quality content 

and distributing it strategically. Second, influenced by both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visibility, they depend on relational labor to cultivate inter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handle external conflict-laden relationships, all of 

which aim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ir visibility. Third, there is “recognition 

labor,”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and involves addressing 

platform censorship to avoid the risk of being rendered “invisible.” With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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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ypes of labor, female feminist opinion leaders accumulate a certain level 

of platform visibility, g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monetization. They then 

perform “transformative labor” that aligns the economy of visibility with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to further advance feminist public goals. They transform 

abstract labor into concrete labor in a process called “reverse alienation”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for resistance against platform capitalism.

Keywords: digital labor,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latform 

visibility, visibility labor, femin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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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字平台的崛起正系統性重塑各種產業生態及各類勞動者的 

日常實踐。研究者提出「世界工廠」、「激勵性勞動」、「平台勞動」等 

概念，用以描摹居於數字經濟產業鏈不同位置的勞動者的工作情境及

常規。Nieborg和Poell（2018）聚焦文化工業及創意勞動者，整合商業

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數字基礎設施研究，提出文化生產的平台化理論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這一領域的研究關注平台技術

的可供性、規制及商業邏輯，三者所形成的平台化機制與新自由主義

的意識形態、文化產業生態和國家政策等因素的勾連，詳述了作為「自

我創業家」（self-entrepreneur）的內容生產者順應或反抗平台化機制的數

字勞動（Arriagada & Ibáñez, 2020; Foster, 2022）。

平台化機制同樣影響了公共價值導向的文化生產，如新聞業

（Fischer & Jarren, 2023）及具有社會變革意涵的亞文化（Leaver et al., 

2020）。平台傾向於將一切用戶行為、內容產品、服務、情感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這一商業邏輯挑戰了公共價值的維繫（van Dijck et 

al., 2018）。因此，公共價值導向的創意勞動者在依賴平台的技術賦權

以提升公共性文化產品的影響力的同時，也必須警惕商業化對公共性

的侵蝕，這使他們的數字勞動圖景更為複雜，無法被針對「自我創業

家」的研究結論來精確解釋。本研究聚焦中國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在小紅

書平台上的女性主義文化生產實踐，嘗試描摹在商業邏輯這一平台化

機制的影響下公共價值導向的內容生產者的數字勞動。

本研究所指的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是「具有較大粉絲群體、拒絕新自

由主義女性主義及流行女性主義立場、以推動結構性改變為目標女性主

義者」（Barbala, 2024, p. 5807），她們的文化生產實踐受女性主義公共性

目標的驅動，而非借女性主義塑造「個人品牌」獲取經濟利益，因而 

屬於公共價值導向的創意勞動者。小紅書依賴用戶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塑造生活方式社區 1，借此培植「關鍵意見消費

者」（key opinion consumer）以打通終端用戶、多頻道網絡機構（multiple 

channel network, MCN）及品牌方等「多邊市場」（multiple market），最終

形成借「網紅經濟」實現流量變現的商業模式 2。在小紅書這一高度商業

化的數字平台中，公共價值導向的女性主義文化生產無可避免地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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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業邏輯影響，使得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需要兼顧商業化運作和保證女

性主義公共價值，這為探索公共價值導向的內容生產者的數字勞動提供

了豐富的田野材料。

商業化對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的實現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如
Mendes（2022）提出的女性主義企業家（fempreneurs）概念，指出這類女

性主義行動者通過售賣公共演說課程及周邊產品為集體行動籌集資金，

從中獲得的經濟補償也有助於支撐她們長期投身女性主義事業。但商

業化也可能侵蝕女性主義的公共性目標，如女性主義的流行文學作家 

會為平衡經濟收益和女性主義社群價值及意識形態，傾向於對女性主 

義的內涵進行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導向的闡釋（Pruchniewska, 

2018）。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是否如同創作流行文化內容生產者，

將商業化運作融入女性主義文化生產？她們如何應對平台的商業邏輯對

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的積極或消極影響？帶著上述疑問，研究者在
2022年11月15日至2023年1月15日進行了第一階段的非參與式觀察，

並完成了對17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半結構式訪談。基於田野材料中

浮現出的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對平台可見性（visibility）的關注，研究者圍

繞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兩個概念細化研究問題，在2023年1月
22日至2023年5月22日完成了第二階段的網絡民族誌研究。最終，本

研究提出「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tiered visibility labors）的概念，對小

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數字勞動進行初步理論化。

本研究引入可見性的政治邏輯討論可見性的經濟邏輯主導下的「可

見性勞動」（visibility labor; Abidin, 2016），提升了這一概念的闡釋力。

此外，本文也為討論公共性文化生產的平台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材料，

豐富了文化生產的平台化的研究脈絡。

二、文獻綜述

中國的女性主義實踐與女性主義文化生產

中國的女性主義實踐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即由國家主導的推動性別平等的實踐（Wang, 2005），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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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婦女解放，以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婦女發展。其二，是在
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FWCW）之後出現的「嵌入性女性主義」（embedded feminism），即非政

府組織的女性主義者嘗試與婦聯等體制機構合作，借政府力量推進女

性主義事業；由於新一代女性主義者缺少聯繫和動員官方資源的社會

及文化資本，這一模式在2012年前後逐漸退場（Li & Li, 2017）。上述

兩類實踐均依托中心化的政治權力，主要解決政治參與、教育、健康

等領域顯性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其三，是一種以「青年女權行動派」為代表的草根女性主義實踐，

源於2012年前後出現。（Wang, 2017）。早期的草根女性主義者借助互聯

網號召、組織線下集體行動及擴大其實踐的影響力，以敦促體制機制 

力量推進性別平等進程。她們的實踐被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不具備 

正當性，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Fincher, 2021）。2015年「女權五姐妹」

（Feminist Five）事件之後，草根女性主義實踐被迫向數字空間轉移

（Wang, 2017），逐漸形成與西方數字女性主義（digital feminism）類似的

話語行動模式，呈現去組織化、聯結性行動主義（connective activism）的

特徵。但女性主義數字話語行動的生存空間也不斷被擠壓，「女權之

聲」、「新媒體女性」等影響力較大的女性主義組織的社交媒體帳號相繼

被封，#Metoo等行動標籤（hashtag）被迅速移除，在線女性主義社群也

在逐漸解體，如2021年豆瓣大面積關停女性主義導向的小組；此外，

數字平台借父權制、民族主義者用戶挑起爭議，以獲得用戶流量進而獲

取經濟收益，形成平台化的厭女文化（the platformization of misogyny）

（Liao, 2023）。

上述困境使草根女性主義者需要策略性地應對國家和社交媒體平

台嚴格的監管和審查機制、對抗厭女文化及反女性主義思潮，以維繫

女性主義政治的活力（Yang, 2021; Zeng, 2019）。這改變了草根女性主

義實踐的方式。年輕的草根女性主義者嘗試弱化其實踐的對抗性，不

再完全依托行動主義推動體制與機制變革，而是注重通過女性主義文

化生產促進其知識的傳播、意識的廣泛提升，如借助視頻、播客、漫

畫、音樂、表情包等，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各類議題（Xue &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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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Yang, 2022）。她們通過文化生產這一去政治性的社交媒體使用行

為，啟發、鼓勵更多女性自發地在其日常生活中進行抗爭、賦權和解

放。草根女性主義實踐方式的改變，使當下所關注的議題也變得廣

泛，例如在就業歧視、同工不同酬、政治參與比例不均衡等顯性性別

不平等議題之外，性別主義痼疾也越來越多人關注，如常用語中的女

性貶斥、固化的性別分工、母職規訓等。長期以來，這些隱性的性別

歧視已融入主流社會及文化體系，潛移默化地形塑女性的日常生活，

但卻通常被傳統女性主義實踐視作是私人事務，難以進入行動議程。

實踐方式和議題範圍變化，使草根女性主義者的實踐呈現「日 

常女性主義」（everyday feminism）的特徵（Pruchniewska, 2019; Schuster, 

2017）。日常女性主義有助於吸納尚不具備女性主義者身份認同、或不

認同女性主義意識形態的個體參與反抗性別不平等的實踐，並且降低了

踐行女性主義政治的門檻和投入程度（Caldeira, 2024）。因而，當下的

草根女性主義實踐得以在數字平台中突破女性主義者圈層，吸引大量 

受眾，從而使草根女性主義者具備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的屬性

（Novoselova & Jenson, 2019）。曾有研究探討了草根性女性主義意見領

袖在數字話語行動中的作用（Ling & Liao, 2020），但尚未涉及女性文化

生產這類日常性實踐。就當下中國的數字女性主義研究而言，研究者

側重於描摹女性主義者在數字平台中的具體實踐方式，缺少對數字平台

與女性主義實踐之間張力的闡釋，比如數字平台以哪些特徵塑造出特定

的話語實踐策略。基於上述研究空白，本文在日常女性主義的啟發下

重點研究中國草根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日常性文化生產實踐，並依托文

化生產的平台化理論思考數字平台與女性主義文化生產之間的張力。

平台化與女性主義文化生產

西方數字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當下女性主義政治的「平台依賴」

（platform-dependence）特徵，集中討論了數字平台的技術邏輯對女性主義

集體行動的影響（Jouët, 2018）。Mendes等學者（2019）認為不同數字平台

的技術可供性腳本（script）（如隱私設置）帶來了數字社交性（digital 

socialities）上的差異，由此提供了不同的行動資源，影響女性主義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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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和參與模式。同樣關注平台化機制中的技術維度對女性主義實踐的

影響，Barbala（2024）將視角轉向日常性女性主義內容生產，借鑒文化生

產的平台化視角提出「女性主義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feminism），

描述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對平台技術的集體馴化（domesticating）和平台技

術的機制性角色之間的張力，並提出研究者應繼續思考平台化對女性主

義的反抗性文化生產（countercultural production）及非營利導向的內容生

產者的影響。

女性主義雖具有反資本的屬性，但其熱度的上升使其開始受到市場

的青睞（Banet-Weiser et al., 2019），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女性主義逐漸

流行，並且被平台經濟收編（Banet-Weiser, 2018）。但數字女性主義研究

尚未詳細討論平台化機制中的商業維度對女性主義文化的影響。文化

生產的平台化研究者較為關注數字平台的商業邏輯對文化生產的影響

（Poell et al., 2021）。隨著「網紅經濟」（wanghong economy）、社交媒體

娛樂產業（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等依靠數字平台形成的新文化工業

崛起，這一領域的學者開始關注對這些新興產業中的創意勞動者。延

續政治經濟學視角，他們批判了平台資本對創意勞動者的剝削；還突破

政治經濟學傳統，討論平台化對文化消費品（cultural commodities）形態

的重塑；此外，這些學者關注平台所勾連的「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s）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Nieborg & Poell, 2018），如網

絡漫畫作者（Webtoonist）在發佈平台、影視產業、讀者、創作者社群等

多方行動者的影響下形成的「眾包」（crowdsourcing）這一新的生產模式

（Kim & Yu, 2019）。但這一領域主要聚焦營利導向的創意勞動者，缺少

對平台商業邏輯如何影響公共性文化及其生產者實踐的討論。本研究

嘗試融合文化生產的平台化與數字女性主義研究，以平台化機制中的商

業維度為切入點，討論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這一公共價值導向的內容生產

者的數字勞動。

已有研究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的影響下，女性主義意見領

袖呈現出網紅博主（influencer）的屬性（Novoselova & Jenson, 2019），她

們借商業化實踐提升女性主義文化在社交媒體平台中的可見性，推動意

識提升公共性目標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也得到了經濟補償，獲得持續

投身女性主義實踐的動力（Mendes, 2022）。但商業化也會侵蝕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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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性目標，如導致其被弱化為後女性主義（Novoselova & Jenson, 

2019）。這一矛盾使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需要在商業化實踐與堅守女性主

義公共性目標之間進行調和。數字平台的商業邏輯，如流量變現、勾

連「多邊市場」等，增加了女性主義商業化的機遇，加劇了商業化與公

共性之間的矛盾，給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文化生產實踐帶來了更大的挑

戰，而「自我創業家」無需處理這一矛盾。因此，需要新的理論和概念

框架闡釋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在平台化的文化生產過程中的數字勞動。

女性主義文化生產的平台化與可見性勞動

因市場需求及消費者品味具有不確定性，創意勞動者一直處於充

滿不穩定性（precarity）的工作情境中；平台可見性（visibility）加劇了這

一不穩定性（Duffy et al., 2021）。為被僱傭者、客戶、粉絲等群體「看

見」以獲得職業發展機遇，創意勞動者極力追逐平台可見性（Duffy & 

Hund, 2015），這使平台可以通過操縱可見性引導他們進行自我規訓以

服務於平台的資本積累。

在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的影響下，數字平台賦予「市場

友好」的內容更高的可見性，以服務於其資本積累，為獲得平台可見

性，「暢銷化」（marketable）成為內容生產的核心標準（Banet-Weiser, 

2015）。爭取與追逐平台可見性已成為平台化的創意勞動者（platformized 

creative laborer）的基本工作特徵（O’Meara, 2019），深刻影響了內容生

產過程及文化產品形態（Duffy et al., 2021）。創意勞動者追逐平台可見

性的勞動主要受算法機制支配（Arriagada & Ibáñez, 2020），他們或選擇

遵循算法規則進行「可見性遊戲」（visibility game）（Cotter, 2019），或嘗

試集體與算法規則對抗，應對「不可見」（invisibility）的挑戰（O’Meara, 

2019）。Abidin（2016）注意到了創意勞動者追逐平台可見性的勞動中的

「多邊市場」，其研究聚焦 Instagram發起的以用戶參與為核心的營銷活

動中，闡釋了一般用戶的「可見性勞動」（visibility labor），即網紅時尚

博主通過抽獎、互相關注（follow-backs）等方式，鼓勵一般用戶對其生

產的內容進行轉發及二次創作，幫助他們獲得更高的可見性。受情感

驅動（如期待借此與時尚博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用戶積極參與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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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活動，他們的勞動既有助於時尚博主的職業發展，也服務於時尚品

牌的市場推廣，但自身並未獲得任何補償。這些研究主要闡釋了可見

性如何服務於資本循環過程，是在可見性的經濟邏輯（the economy of 

visibility）維度上討論平台可見性（Banet-Weiser, 2015）。

可見性還是形塑權力關係的重要資源，對邊緣群體而言，使自 

我呈現（representation）具備可見性是推動社會改變的基礎（Brighenti, 

2007），即可見性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Banet-Weiser, 

2018）。已有研究者關注由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形成的平台可見性對政治

邏輯的影響，發現數字行動參與者遵循平台商業邏輯來提高可見性，例

如在生產和分發過程中嵌入流行文化元素、採用易於被受眾二次創作的

表達方式等（Hutchinson, 2021）；女性主義行動者集體對抗平台基於商

業邏輯形成的算法可見性機制，以避免流行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事業的

侵蝕（Sued et al., 2021）。這些研究一方面注意到了平台可見性已成為重

要的政治資源，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基於經濟邏輯形成的可見性機制對政

治行動的公共性的負面影響，但它們過於絕對化地將行動者的具體實踐

分為遵從或反抗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即違背或堅守可見性的政治邏輯。

本研究認為，平台化帶來了可見性的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交融，導致

行動主體可能處於妥協與對抗的中間地帶，需要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問題：

1. 為獲得平台可見性，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進行了哪些數字勞動？

2. 為規避平台可見性的負面影響，她們進行了哪些數字勞動？

3. 她們如何謹慎地挪用平台可見性為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服務？

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網絡民族誌的研究方法，通過非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訪

談收集田野材料。本研究樣本來源如下：研究者作為女性主義者，在

過去幾年已關注了多位小紅書女性主義博主；其次，研究者在加入的

女性主義微信群求助，請群成員推薦自己認可的女性主義博主；研究

者還通過小紅書的一條筆記《蹲一個女性主義博主推薦》擴大樣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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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該筆記共有528條評論，覆蓋包括小紅書在內的多個社交媒體平台

中不同粉絲體量的女性主義博主。三個來源中重合的女性主義博主共
43位。研究者進而根據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定義篩選樣本。首先，

她們必須是獨立的內容生產者，未加入任何MCN公司。其次，必須專

注於女性主義內容生產，而非借女性主義者這一身份標籤進行其他主

題的創作，如心理咨詢、穿搭、健身等。因此，如沈亦斐、Alex是個

妞等博主，雖被很多人推薦且粉絲量較大，也未被納入最終樣本。第

三，專注於女性主義內容生產超過一年，以保證能夠提供較為豐富的

田野數據。最終，研究者共選出29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作為觀察樣

本，並發送訪談邀請，最終有23位願意接受採訪。在訪談進行到第17

位時，對核心問題的回答（如生產常規、應對審查的策略及商業合作時

考慮）已經趨同，基於飽和性原則，研究者選擇結束訪談。

為保證觀察樣本符合本研究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定義，在訪談

開始時，研究者首先詢問了被訪者對自身女性主義立場的界定，並請

她們介紹創立該帳號的目的。多數被訪者稱自己為激進女性主義者，5

位被訪者認為自己並非持有單一的女性主義立場，3位將自己定位為馬

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但她們在具體闡釋對女性主義的理解時，均強

調集體性實踐之於性別平等的重要作用，批判自我選擇、自我解放等

女性主義敘事，如反對注重身材外貌管理是女性的自由。此外，她們

也均指出「女權已成為一門生意」這一問題，如發佈視頻分析《乘風破浪

的姐姐》這類流行文化產品如何塑造了女性個體奮鬥的神話，進而依托

此類「無害」、「不痛不癢」的「偽女權」話語吸引觀眾，認為女權類影視

作品的大爆發實際上是資本有意迎合當下女性意識覺醒，以獲取經濟

收益的產物。這些話語均體現了被訪者對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流行

女性主義的排斥。
17位被訪者年齡均在21至36歲之間，其中8位仍在讀書，3位為

自由職業者，其餘從事需要坐班的工作，她們均長期生活在一線、省

會城市及地級市，均有跨平台的內容生產經驗。在訪談過程中，有4位

被訪者希望完全匿名，有3位希望提供化名。為充分保護被訪者的隱

私，以及盡可能降低其帳號被封的風險，研究者最終決定不展示用戶

名並對她們的帳號進行半匿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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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訪談樣本

編號 小紅書號（半匿名） 粉絲量 營運時間 備註

N1 239839*** 66.4K 2021年08月27日

N2 493944*** 12.3K 2022年03月08日

N3 422240*** 83.5K 2022年07月01日

N4 5627736*** 12.4K 2022年10月20日

N5 275468*** 21.2K 2023年04月28日 曾被封號，該號為新號

N6 6154533*** 139.4K 2023年05月20日 曾被封號，該號為新號

N7 2648821*** 23.4K 2021年06月09日

N8 974040*** 22.8K 2021年05月20日

N9 L***da**n 253.7K 2020年10月01日

N10 1129155*** 238.6K 2022年04月18日

N11 su20001*** 21.2K 2022年10月24日 曾被封號，該號為新號

N12 608176*** 21.9K 2022年04月21日

N13 194809*** 29K 2023年03月31日 曾被封號，該號為新號

N14 iD***Mes*** 47.6K 2022年04月08日

N15 600222*** 23.4K 2022年09月12日

N16 She***_yut*** 37.4K 2023年02月25日 曾被封號，該號為新號

N17 1563807*** 21.4K 2022年11月02日

第一輪在線田野調查完成後，研究者以紮根理論的思路提取主

題，在可見性概念浮現後，細化研究問題進一步進行非參與式觀察，

並完成二次訪談，進而在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及可見性的政治邏輯兩個

概念的指引下進行質性話語分析。

四、研究發現

追逐量化層面可見性的數據勞動

關注、點讚、收藏、評論量等用戶數據，是平台刺激內容生產者

持續為其剩餘價值生產服務的核心手段，也是對平台可見性進行量化

的最直觀指標。在經濟邏輯的影響下，可見性是內容生產者獲得商業

化運作機遇的社會和文化資本，因此營利導向的創意勞動者十分重視

這些數據。雖然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被看

見」可以擴大女性主義文化影響力，實現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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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仍會關注每條內容的用戶數據，尤其是評論區互動的活躍度。對

用戶數據的追逐構成了她們的數據勞動。

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內容生產以批判性觀點為核心，在微博、豆

瓣等「老牌」女性主義話語實踐場域中，她們通常以長文的形式對觀點

進行詳細闡釋。但小紅書是視覺文化主導的平台，文字內容的發佈必

須配以圖片或視頻。在這一技術特徵的限制下，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

領袖的觀點呈現主要依托三分鐘左右的短視頻，視頻製作常規大致由

選題、錄製、剪輯、分發四部分構成。

I. 基礎性數據勞動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普遍認為，內容質量才是獲得用戶流量的

長久之道。N13提到，「有粉絲說，她收藏了很多我的視頻，因為給了

她很多啟發，說出了她一直想表達的。我那個號被炸之後（收藏的視頻）

全部失效，她很崩潰，幸虧找到了我的新號。」她認為在女性主義博主

越來越多的當下，自己的新號之所以能迅速達到與之前差不多的粉絲

量，就在於高質量的內容吸引了願意長期追隨的粉絲。在《蹲一個女性

主義博主推薦》的筆記評論中，大多數用戶將內容質量、而非博主的個

人風格或內容呈現形式等外在因素作為推薦原因，如「總能給我全新的

視角」、「讓我意識到之前習以為常的事情中的性別歧視」，這與推薦生

活、旅遊、時尚穿搭等類型的博主筆記中的評論截然不同。因而，她

們盡力保障選題、錄製及剪輯的質量，這是她們基礎性數據勞動。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大都表示選題和錄製並不耗時耗力。她

們的選題來源主要為新聞熱點、粉絲私信、個人經歷，N4笑稱「其他

博主是『拜托了，再多點素材吧』，而女權博主則是『拜托了，不要有這

麼多素材』。」她們用「隨意」、「簡單」、「想到甚麼說甚麼」等形容視頻

錄製過程，她們大多未購入相機、補光燈、話筒等專業設備，僅使用

手機和普通耳機完成錄製。在錄製前，她們習慣簡單記下要點，並不

會精心準備文案及腳本。但實際上，她們在選題和錄製上投入了大量

的時間精力，以保證內容質量。N11提到靈感隨時會來，因此「練著舞

突然想到點甚麼，也會立馬去摸手機，趕緊在備忘錄裏記下來」；N9表

示在看電影、聽歌、逛街買衣服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思考所見所聞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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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為視頻錄製素材。大多數被訪者仍在讀書或剛剛進入職場，尚

未擁有完全獨立的居住空間，因此她們需要費心挑選錄製時間（一般是

深夜或淩晨），以免被其他人打斷，或造成視頻雜音。為獲得一條讓自

己滿意的視頻，她們往往需要錄製多次，耗費比預計更長的時間，擠

佔她們原本的休息及娛樂安排。生產過程對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使她

們開始刻意避免女性主義實踐的常態化，N1說：「以前很願意給身邊的

朋友科普女性主義，但是做這個號之後，我不再跟她們聊這些，只想

跟她們聊吃吃喝喝、養貓養狗」；N10申請了一個微博小號，只關注娛

樂導向的博主，避免在「玩微博」的時候看到與女性主義相關的內容。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普遍強調剪輯視頻是「痛苦」、「磨人」

的，「錄的過程很爽，但是剪輯的過程很煩，有的時候錄了好幾條放在

那裏，就是不想剪，一直拖到不得不更新的時候再剪」（N11），「剪輯

時間大概是內容長度乘以10吧，就是一條3分鐘的視頻一般我得花3個

小時（剪輯），我不知道我這個速度是不是比較慢。而且我沒法一下拿

出3個小時集中剪，得找零散時間，比如坐地鐵找朋友約飯的時候，保

證一周至少更新一次，不能斷更。」（N3）剪輯過程中的勞動壓力並非

來自對呈現形式的美學（aesthetics）的重視（Barbala, 2024），而在於對

內容深度及邏輯清晰度的把控。她們認為短視頻節奏快，不利於受眾

邊看邊思考，加上刷短視頻往往是為了消遣，因而並非承載女性主義

討論的理想介質。她們往往需要通過剪輯的幫助，去刺激觀眾理解和

思考。對強調視覺美感的博主而言，長期的生產實踐有助於形成可供

隨時套用的模板，將本應具有「靈韻」的創意內容變為快速批量生產的

文化工業產品，減輕工作量。但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看重內容質量，而

不是形式，使其無法借「機械複製」的方式減少生產中的必要勞動時間。

對內容質量的要求不僅意味著放任內容生產擠佔日常生活的時間

和空間，還涉及大量的情感消耗。多位被訪者提到了選題過程中的自

我道德評判，如是否參與討論敏感議題、是否要「蹭熱點」等，並反思

自己的選擇對女性主義政治的影響。N2是一名在讀研究生，因害怕學

校和老師找自己談話，她會盡可能規避敏感議題，「雖然知道這些事件

很有討論價值，也有很多粉絲發私信讓我聊一下，但我不想給自己惹

麻煩，我還得順利畢業呢哈哈哈哈……會覺得自己不夠勇敢，不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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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女權主義者，為甚麼別人敢說我就不敢呢？如果大家都勇敢發

聲的話，這個話題是不是就沒那麼敏感了。」N16強調自己在選題時經

常考慮自己是否在「蹭熱點」，並表示：「全嘻嘻那個事，本來想找幾位

清北的聊一下『高知女權』，但是又覺得這樣跟全嘻嘻沒啥區別，她是

蹭上野的熱度，我是蹭她的熱度。看的人不會判斷誰是真女權誰是假

女權，他們只會覺得女權總是在吵架、在互相攻擊。」這使焦慮、自我

懷疑、緊張等負面情緒頻繁出現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

II. 策略性數據勞動

除了保證內容質量，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也使用一定的分發

策略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用戶數據，這是她們策略性的數據勞動。一是

保證穩定的更新頻率。N16認為更新頻率會影響自己進入受眾信息流的

概率，「你更新的越多，被算法匹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吧，其他人刷到

你的可能性就越大。」為較好地平衡內容質量、日常生活和平台可見

性，她們基本保持一周1至3次的更新頻率。為避免斷更可能帶來的可

見性流失，她們往往在時間寬裕時準備好「存貨」，「空閒時間比較多的

時候，會一口氣錄三五個視頻，但是不能一口氣全發出來然後一個月

不更新。如果你斷更的時間比較長，她們可能會取關，持續、穩定的

更新很重要。」（N8）

二是把控更新時間。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對理想的更新時間有

較為一致的認識，她們基本在下午六時之後發佈視頻。問及原因，N12

表示：「我感覺B站的流量是漸進性的，一個視頻剛發出來的時候可能

不會馬上有很高的熱度。我有一個視頻發出來之後播放量一直是個位

數，但是在大概一個月之後突然有很多人點讚投幣。但是小紅書應該是

一下給足你流量，發佈之後的一天之內的熱度基本決定了這個視頻的熱

度。所以更新時間就非常重要，晚上一般大家都有時間刷（小紅書）。」

雖然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將自己的內容生產定義為作為女權

主義者的自我記錄、學習的過程、解決自我成長過程中的困惑和情緒

宣泄等，即傾向於將此視為滿足個人心理及情感需求的社交媒體使用

行為，而非像美妝博主、遊戲主播等創意勞動者那樣將此看作一份全

職工作或副業，但實際上她們的文化生產實踐已經具備了工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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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她們投注了的大量時間、精力和情感為平台提供高質量的用戶

生產內容，但由於其生產實踐完全基於自我驅動和自我安排，她們並

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以自我剝削的方式被平台資本「形式吸納」（formal 

subsumption）（馬克思、恩格斯，2016）。此外，對自我的道德評判體

現出她們對高質量內容的界定並非完全基於個人偏好及個體價值判

斷，這意味著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已經初步塑造出類似職業道德

和專業主義的「行業」規範。

自我剝削和自我規範機制意味著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已形成

了自發的勞動控制，這一控制來自女性主義者的身份認同及公共價值

感召，而非成名的想像、粉絲的情感支持、流量數值考核等，這使平

台無需費心「製造同意」，就能滿足其對內容生產者所提供的產品質量

及相關用戶數據的需求，由此，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成為平台需要的「模

範型數字勞工」。

強化可見性質量的關係勞動

基礎性和策略性數據勞動體現了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對量化

意義上的平台可見性的追逐，呈現出一定的「可見性遊戲」的性質，是

對可見性的經濟邏輯的順服。數據勞動使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被

一定數量的用戶「看見」，但她們並未局限於獲得用戶流量，使自己淪

為平台的「數據女工」。在算法黑箱主導的可見性之外，小紅書還明確

推出平台可見性獎勵機制，如各類以流量為核心的「激勵計劃」，以此

使每個用戶都能持續且穩定地生產符合平台品味和氣質的內容（劉亭

亭、許德婭，2023）。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熟悉這些官方活動，但

她們拒絕參與其中。N2表示：「小紅書官方號會教你怎麽獲得更多流

量，比如使用它提供的封面模板、加官方話題；還有發筆記的時候

@「官方薯」，參與「官方薯」定期推出的任務。但是我覺得靠這些獲得

的流量都是虛的，她們關注了你，但不一定會認真看我發的東西，所

以我不會嘗試這些。」這體現了她們重視「被看見」的質量。依托數據勞

動，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匯集起一批關注性別議題的用戶，培植

出鬆散的女性主義關係網絡，她們進而寄望於通過提高「被看見」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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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將鬆散的關係網絡轉化為穩定的線上社群，這構成了她們文化生

產過程中的關係勞動。

I. 內向性關係勞動：塑造親密關係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注重塑造自身與粉絲的親密關係

（intimacy），這主要依托她們的自我日常生活展演，如通過主動讓粉絲

添加自己的微信小號、建小紅書群聊、定期直播等方式，「展示自己作

為女權主義者的日常生活」，以幫助粉絲更多了解真實生活中的自己。

此外，她們還有意識地避免自己扮演中心化角色，如注重打造閒聊氛

圍，防止在粉絲中樹立權威，「讓關注我的姐妹覺得我是在跟她們『嘮

嗑』，要是達不到這個狀態，我就得一遍遍錄，反覆找感覺。」（N2）除

了博主與粉絲之間縱向的親密關係打造，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也

看重粉絲之間橫向的親密關係。首先，她們直白地強調女性主義者的

集體身份歸屬，如頻繁使用「姐妹們，我們要⋯⋯」、「女孩子們，大家

要⋯⋯」等句式。其次，她們也致力於將自己的帳號打造為能夠鼓勵粉

絲自我展露的「安全空間」（safe space），如N6希望自己的帳號能夠「給

在日常生活中不敢『女權出櫃』、身邊沒有女權朋友的姐妹們提供一個

可以隨意說話的地方」，以刺激粉絲間的互動和情感連結，從而保證內

部親密關係的不斷再生產。

就量化指標而言（如群聊發言頻率、直播觀眾人數），小紅書女性

主義意見領袖並未達成締結親密關係的目標。N1表示，只有不到二百

人添加了她的微信，她在朋友圈對自己生活日常的分享通常也不會收

到大量的點讚評論。N13在小紅書上建了三個群聊，在建群之前，她曾

擔心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管理群內討論以避免炸群，但實際上，群聊雖

都處於近乎滿員的狀態，但平時很少有人發言。曾嘗試直播的N8和
N11表示，自己直播時主要是跟粉絲展示自己的生活，如快遞拆箱、做

飯、通勤等，不會涉及嚴肅內容，看直播的人並不多，即使自己提前

發佈了直播預告，觀看人數也很少破百。她們將此歸因為女性主義者

間的聯結通常基於共同的憤怒和無力感，刻意維繫往往不會奏效。

但若以具體的互動方式和內容為衡量標準，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已經十分穩固。當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在評論區受到言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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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粉絲會主動回擊或舉報攻擊者。粉絲還積極通過私信與她們交流

觀點、分享信息（如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女性主義內容）。此外，粉

絲也願意向她們展示信任和依賴，如在私信中袒露女性主義者身份對

親情／友情／愛情造成的困擾、自己在「服美役」和反父權制規訓之間的

掙扎等。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將回饋粉絲的自我展露視作締造 

線上社群的重要一環，經常因無法對這些負面經歷提供實質性幫助而

自責，「有的時候一天都在想這件事，寫寫刪刪最後也沒回覆。因為怕

哪句話不合適，反而加重了她的痛苦……整個過程讓我非常內耗」

（N6），這給她們帶來了額外的情感負擔。這些互動方式和內容中所體

現的、無法被平台可見性指標量化的親密感，具有重要的社會性意義

（socially meaningful），它類似於家務勞動對勞動力的再生產（Jarrett, 

2015），雖不能直接服務於平台基於注意力經濟形成的商業模式，但在

保證用戶存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長遠來看，這保證了平台能夠持續

獲得豐富的用戶行為數據，從而間接地服務於平台資本積累。

II. 外向性關係勞動：處理衝突關係

所有的被訪者都表示，自己及粉絲均頻繁在評論區及私信中受到謾

罵、騷擾和威脅，這些外部衝突關係導致她們產生暫時停更或產生永久

停更的念頭，「收到過讓我生理性不適的圖片……想過棄號」（N11）；

部分普通用戶也經常因此主動刪除自己的評論。這些外部衝突關係所

形成的「寒蟬效應」，破壞了已有的互動常規、活躍度及討論深度，也

干擾了親密關係的再生產，侵蝕了塑造穩定的線上社群的基礎。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致力於縮短衝突關係的影響時長、縮小

其影響範圍。她們一方面依靠小紅書的舉報機制，使攻擊性言論被及

時刪除和攻擊者的帳號被封號；另一方面，她們也主動弱化引發衝突

的內容的可見性，如刪除原帖、使用「編輯」功能修改原帖中的爭議性

表達、將帖子轉為「僅自己可見」，如N7提到，「前面幾條評論基本都

成了吵架區了，我就只能把它轉為自己可見，小紅書沒有『僅粉絲可

見』的功能。其實這跟刪帖沒什麽區別。這帖子本來積累了那麽多姐妹

們高質量的評論，感覺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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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們都認為相較於其他平台，自己在小紅書上處理衝突關係所

付出的勞動較少：「小紅書氛圍比較好，即使是罵你，也不會特別難

聽。我也在B站上發視頻，收到太多男性的污言穢語了，（因為這個原

因）已經停更很久了」（N1）；「舉報很有用。我在微博舉報一個男的罵

我，一般不會成功，就是不會判定他們言論違規。但是在這裏，會很

快收到處理結果，看著他們被禁言會很解氣。」（N9）小紅書的經濟邏

輯這一平台化機制，對於減少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外向性的關係勞動量

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她經濟」是小紅書的投資主陣地，3因此其

注重留存女性用戶，高比例的女性用戶稀釋了厭女文化和反女性主義

思潮的濃度；另一方面，小紅書希望以友善的社群氛圍吸引用戶、打

造優質內容社區，從而為電商銷售提供基礎，因此對負面言論的監管

力度大。因而，數字平台的經濟邏輯不只意味著對公共性文化生產的

收編和挪用，其同時具備服務於公共價值生成的潛能。

內向性的關係勞動激發了女性個體對自身境遇的講述，促成了多

樣化的女性處境的呈現，進而培養出「親密型公眾」（intimate publics）

（Berlant, 2008）；而外向性的關係勞動則減少了敵對性社會文化氛圍對

「親密型公眾」的干擾。二者共同為女性群體的自我呈現在數字公共領

域的可見性提供了保障，呈現出可見性的政治邏輯的屬性。但她們的

關係勞動也未徹底擺脫可見性的經濟邏輯的制約，如她們對直播觀看

人數、評論區留言量等數據的在意。融合了可見性的經濟與政治邏輯

的關係勞動，體現了平台化機制的結構性影響與個體實踐的能動性之

間的張力。

避免「不可見」威脅的「認同勞動」

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並非單純的商業機構，它同時是國家指派的

言論審查主體（Sun & Zhao, 2022），其商業運作也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

（Lin & de Kloet, 2019），因此，平台可見性並非完全由可見性的經濟邏

輯主導，而是同時受制於可見性的政治邏輯。即使女性主義在當下的

熱度能夠為平台帶來大量流量，但因女性主義的政治敏感性，小紅書

仍需要對女性主義相關的內容進行嚴格監管，以防未切實履行言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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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責任而受到行政處罰，這導致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時刻面臨「不可見」

的威脅。
2021年12月17日，小紅書發佈《小紅書社區規範》，要求創作者發

佈符合當代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法律法規的內容，並指出依靠人工和算

法兩套審查系統對違規內容進行排查，對違規行為採取限流、禁言、

封號等處理。該規範將「違反法律法規、危害國家及社會安全的行為」

拆分為34條具體規定，但並未對何謂「不符合當代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行

為」進行詳細界定。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認為，「社會主流價值觀」

這一大而化之表述給予平台對判定違規具有百分之百的闡釋權，使其

可以在實際審查過程中隨意擴大範圍。她們用「無力」、「生氣」、「噁心」

等表達對不透明的審查規則的不滿，認為規避審查佔據了她們大量的

時間和精力，「本以為做博主最難的是做出好內容，沒想到是天天擔心

這些事，真的很無力」（N4）；「真的非常氣憤，但是又沒辦法不用（小

紅書）。我知道有在海外的碼農姐妹已經開始創辦自己的平台，但是影

響力肯定是比不上這些主流平台。」（N16）考慮到小紅書目前流行程

度，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無法捨棄這一平台，她們只能努力與審

查機制斡旋，希望被平台認定為不具有危害性的用戶，以持續從事女

性主義文化生產，保障女性主義文化「被看見」，這構成了她們的認同

勞動。

以下為《小紅書社區規範》對言論違規的認定及處理標準：

六、違規處理

6.1 認定標準

符合下述任一的，可認定用戶違規：

　　6.1.1 人工排查發現違反本規範情形的

　　6.1.2  小紅書算法系統對一定周期內的數據進行排查後，抓取

到異常數據的

6.2 違規處理措施

小紅書會基於其獨立認定的事實（違規性質、嚴重程度等，下

同），獨立確定採取如下一項或幾項處理措施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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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內容處理扣除作弊數據 b. 限制展示範圍 c. 禁止展示 d. 

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6.2.2  帳號處理限制帳號功能，如：作弊帳號無法申請為創作

者 b. 限制展示範圍 c. 帳號禁言 d. 帳號封禁 e. 依法追究

法律責任

I. 服從性認同勞動

多數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嘗試反覆猜測和調試以探知審查規

則，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如用拼音、諧音、圖片等

可以替換的敏感詞，盡力減少被審查的概率，展現出對小紅書審查機

制較高的服從度。部分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還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討

論和分享自己觀察到審查規律，比如規避哪些話題標籤、及時了解近

期需要避免提及哪些詞彙及議題。此外，樣本中的大部分女性主義意

見領袖都備有小號（以分享日常生活為主）並提前告知粉絲，以減少封

號影響之前已獲得的可見性。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也試圖通過官方渠道解決「不可見」的問

題，但通常不會被妥善解決。N17表示自己近期發的作品都被判為違

規，或被提示「包含虛構情節或演繹創作」，通過平台提供的功能排查

違規內容時，收到的提示是「筆記已無違規內容」，但這些視頻仍舊無

法正常發佈。她多次向人工客服反饋這一情況，但這一問題仍未被解

決。所有的被訪者都曾在後台收到過「帳號異常」的提醒，這意味著她

們發佈的內容會被限流，不僅不會被推薦到一般用戶的「探索」頁面，

也不會出現在粉絲的「關注」頁面，「之前一條視頻（收藏和點讚）基本

能過兩千，但是帳號異常之後大概只能在五六百」(N17），「有粉絲在評

論區留言說，好久沒刷到你了，我是點進你的主頁才看到你的更新

的。」（N13）N2提到，自己曾向做穿搭自媒體的朋友求助如何解決帳號

異常問題，朋友告知自己在向客服申訴後，被明確告知她的某條筆記

存在誘導評論互動的行為，在刪除這條筆記後帳號就恢復正常了。但

自己反覆向客服申訴，卻一直未被告知具體是哪些行為導致了帳號異

常，也無法恢復其帳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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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協調性認同勞動

多位意見領袖提到，小紅書對女性主義內容的審查尤為嚴格，「我

感覺它應該是對所有的女權內容都採用人工審查。我還有一個小號，

主要是分享自己的生活，比如跳舞的視頻，上傳之後馬上就能發出

去，但是女權的視頻會顯示『審核中』，不能即傳即發」（N11）；「同樣

的視頻我發在抖音上和B站上，基本馬上就能過審，但是小紅書的審

核時間可能會長達一天，還有可能發不出去，需要反覆猜測哪句話、

哪個點不符合所謂的要求，刪刪改改好多遍。」（N12）部分受訪者認

為，只要是女性主義屬性的帳號就無法正常獲得可見性，「因為它在刻

意針對你，不管你怎麽規避都會被抓到小辮子。」（N7）她們將這歸於

小紅書的高度商業化，「因為真正的女權內在是反資本的嘛，如果女性

都受女權影響不再服美役了、不再當『嬌妻』了，小紅書還怎麽從美妝

穿搭上賺錢。」（N17）

基於這種「被針對」的認知，一些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不再一味順從

審查規則，而是嘗試協調與審查機制的關係。一方面，她們通過淡化女

性主義色彩來「養號」，以逐漸恢復流量。常見的「養號」策略有解讀影

視劇、電影、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將對現實性問題的評論置於歷史或虛

擬的社會情境下，弱化社會批判的色彩；添加與女性主義無關的話題標

籤，如官方發起的活動#愛自己是終身浪漫的開始，或網絡流行語#寶

寶輔食。另一方面，她們試圖偽裝成流行女性主義，利用可見性的經濟

邏輯來獲得可見性的政治邏輯層面的可見性，「小紅書不排斥女性成

長、情感療癒、自我關愛這類的泛女權的內容，它可以接受勸女生不要

戀愛腦、要遠離渣男，但是不允許告訴她們要6B4T。所以我會把這樣

的內容放進標題和封面，但是在視頻中間表達我的真實想法。」（N8）

規避審查的繁重勞動導致了強烈的情緒壓力和倦怠感。N9的一條

筆記以截圖的形式記錄了自己某次被審查的經歷，她反覆被提示「輸入

的文字存在風險內容，請修改後重試」，她在該筆記的評論區詳細描述

了自己面對不合理、不透明的審查規則的心情：「短短五行字，改了十

幾次都提示有風險，不知道哪裏有風險了。做帳號到現在，我已經習

慣規避敏感詞，盡量說話平穩平和，就是希望我的話能被更多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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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改來改去我不煩，但是今天看到『有風險』這三個字我真的繃不住

了。我痛恨一切隱形的規則，它不敗在明面上，卻能擋住很多人。」曾

經歷過封號的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表現出更明確地倦怠感，「沒那麽大的

熱情了，不是創作瓶頸，就是懶得說了，如果這個號再炸了的話，我

可能就不做了吧。」（N11）

挪用可見性的「轉化勞動」

被訪者表示，在粉絲量破萬之後，就會有品牌方通過私信聯繫自

己進行商業推廣。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並不完全拒絕商業化機

遇，但同時十分重視自身實踐的公共價值，強調自己做這個帳號與營

利無關；將日常生產實踐描述為「記錄」、「發聲」、「公共表達」、而非

「運營」（有四位被訪者直接糾正研究者對「運營這個帳號」的表述）；將

自己定義為「垂類女權博主」，即只專注於女性主義文化生產，認為複

合型博主（如女權加上生活、創業等）才是將「女權作為一門生意」來運

營的群體。此外，她們寄希望於借商業化運作服務於女性主義公共性

目標，如N6認為，「品牌官方帳號會轉發我的內容，他們的粉絲更

多，傳播範圍也更廣，會讓更多的女性接觸到女權。」對女性主義的政

治屬性的堅守，使她們致力於將商業化運作轉化為促成女性主義公共

性目標的資源，這帶來了她們文化生產過程中的轉化勞動。

I. 常規性轉化勞動

對自身實踐公共價值的重視，使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十分慎

重地選擇商業推廣的合作對象，並盡力保證內容質量不受商業化運作

的影響，如N10提到，「對於帶廣告的內容，我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心思

反而更多，因為不想姐妹們覺得我在『恰爛錢』。」她們均表示美妝產品

是絕對不能觸碰的品類，以及堅決抵制性別意識較差的商家。N1提

到，「之前接過寶潔衛生棉條的廣告。寶潔之前的廣告曾涉及辱女的內

容，但我並不知道這件事。發了那條推廣筆記之後，有一些姐妹在評

論區提到這個，讓大家『避雷』這個品牌，也有一些沒關注我的人私信

來罵我……一般這種情況下就是道個歉然後以後不再合作，但是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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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道德要求比較高，我是主動跟它提我把推廣刪了，把錢退給他

們，然後支付違約金……之後再有品牌來找我，我都挖地三尺搜這個

品牌是不是有黑料。」此外，她們拒絕來自男性品牌公關人員的合作邀

約，她們希望借此讓更多用人單位意識到女性工作者的重要性，從而

為女性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這些挑選標準均涉及韓國及中國年輕一

代的激進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6B4T」原則的核心—性別分離主義和

反消費主義，呈現出一定的東亞激進女性主義的特徵。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形成的對商業合作的群體性挑選標準，

作為隱藏在「後台」的自我約束，並不具備明確的女性主義政治屬性，

而是個體以「日常女性主義」的方式所進行的激進女性主義實踐，這有

助於逐步弱化父權制主導的文化準則在小紅書這一高度商業化平台中

的影響力。此外，受小紅書商業邏輯的影響，自我賦權、自我關懷、

自信自愛等「市場友好」及「媒體友好」的新自由主義和流行女性主義話

語容易獲得高可見性，導致「個人即政治」被扭曲為「政治即個人」

（Schuster, 2017）。她們對商業合作的挑選，盡可能地減少了資本對女

性主義的收編，削弱了去政治性的女性主義話語的可見性，最大程度

地保證了女性主義的公共性目標不被侵蝕。

在選擇好合作對象之後，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需製作初稿交由品牌

方審核，再根據他們的要求反覆修改。對品牌方要求、內容質量及女

性主義公共價值的三重考量增添了她們勞動量。她們需要與品牌方進

行博弈，以保證內容深度不受影響、女性主義價值不被侵蝕。N3表

示，品牌方的製作團隊偏好「低齡化」風格的視頻，「他們的剪輯師愛在

視頻裏加些奇奇怪怪的音效、動畫，而且會刪除我引用理論的部分，

搞得整個視頻的表達都不流暢了，這我不能忍，每次都跟和我對接的

人大戰三百回合。」N6提到，「接了小玩具的廣告之後，我花了一周多

的時間查女性生理結構之類的數據。我想傳遞的是性愛的去羞恥化，

女性要享受性帶來的快樂，不要對自己進行道德評判。但是對方想讓

我更多地集中在產品體驗感、便攜性、外觀的可愛這些部分，讓我反

覆修改。最後的解決方案是，視頻按我的想法來，但是我會在評論區

置頂一張圖片展示他們想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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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身內容生產實踐的公共價值的考量，也使她們十分謹慎地把

控商業化運作的程度。為避免帳號的商業化內容含量過高，她們會在

「接推廣」前增加更新頻率，提供更多專注於女性主義的內容。如N8指

出，「在跟品牌方定好的發佈日期前，我一般會多發幾條（專注女權的

內容），而且我會直接說明，過幾天我要『恰飯』啦，你們不要煩……

因為我怕粉絲會覺得我只在接推廣的時候更新，變成了營銷號。」此

外，她們也反對商業化運作的常態化和規模化，因而拒絕加入MCN公

司。在小紅書上擁有六萬多粉絲的N1曾多次收到MCN公司的簽約邀

請，但她均回絕了，「因為我不想成為那種打著女權旗號賺錢的人，而

且簽公司之後肯定要聽他們的要求，他們是不可能讓你專注女權內容

的，這有悖於我的初衷。」

II. 應用性轉化勞動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希望借商業化服務於女性主義公共性目

標，為此，她們多將商業化運作的收入用於維繫女性主義社群的活

力、進行女性主義意識提升及切實提高女性生存境遇。小紅書女性主

義意見領袖對收入的常見使用方式，是在評論區選取高質量留言，向

該用戶贈送女性主義相關的書籍、知識付費課程（如播客節目）或周邊

產品（如胸針、帆布包等）。N17的商業化實踐較為成熟，她在近期創

立了以女性主義文化為設計元素的配飾品牌並在小紅書上售賣。在介

紹該品牌的視頻中，她明確指出自己創辦這個品牌的目的是「實現更大

的女性主義目標」、「收入將用於資助貧困地區的女童讀書，還會定期

舉辦線下的聚會，給姐妹們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間」。她在後續也多次強

調會將絕大部分收入投入長期的女性主義公益項目，並使用圖文筆記

發佈了自己組織女性主義電影的觀影活動、租場地舉辦讀書會、向南

坪女高捐款的相關證明。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在這些內容生產之外的實踐中投入了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如為將製作量少的女性主義周邊產品的生產成本壓

到最低而與廠家反覆協商、將周末休息時間用於尋找活動場地等。這

些實踐也涉及大量的情感消耗，如在被質疑捐款造假、為自己賺名聲

時感到「憤怒又無奈」，在收到一些參加了線下聚會的粉絲的負面反饋

時「從極度興奮『啪』一下手腳冰涼，好無助啊。」（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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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紅書將自己定義為商業合作的監管方，其社區公約指出，

品牌方與內容生產者必須通過「蒲公英平台」達成合作，以促進創作者、

商家、平台共建「更健康和互利的合作生態」。多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提

到，平台的合作備案規則非常繁瑣，不熟悉這些規則的博主很容易因忽

略某些細節而被平台判定為暗廣、抽獎引流、違規售賣，導致帳號異

常。為避免違規懲罰，她們花費大量的時間「走流程」，這也增加了應用

性的轉化勞動量。但因平台抽成，高勞動量的背後是較為的微薄經濟 

收益，「賺不到什麽錢，花了我那麽多時間，還容易被罵。」（N10）

以下為《小紅書社區公約》對商業合作的要求：

請透過蒲公英平台尋求與創作者的內容合作

與創作者的內容合作，也是一種供需關係的匹配。而平台擁有更

全面的對創作者的個人風格、內容受眾的信息和理解，能夠在效

率、成本、適配度均兼顧的情況下，給出商家和品牌更優的合作

匹配建議。同時，平台會透過內容審核等方式，保證合作內容的

真實和優質，降低合作中的履約風險，保護商家和品牌的利益與

權益。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可能產生一些費用，但卻能最終共建

一個更健康和互利的合作生態。平台是健康生態的共建者和一份

子，而非消耗者和索取者。

女性主義的商業化運作一直引發極大爭議。反對者認為，資本傾

向於將女性主義轉變為流行文化，導致女性主義實踐不再聚焦結構性

問題，阻礙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的實現（Banet-Weiser, 2018）。支持者

則提出，商業化運作的收益有助於維繫女性主義者持續投身集體行動

的熱情（Mendes, 2022）。在實現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的道德約束和平台

監管的雙重壓力下，商業化運作對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而言更像

是負擔，難以成為她們持續投身女性主義政治實踐的激勵機制。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聚焦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女性主義文化生產實踐，

以平台化機制中的商業邏輯為切入點，思考公共價值導向的創意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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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數字勞動，討論公共性文化生產的平台化。在平台資本和技術賦

權的雙重影響下，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共同形塑了平台可見

性，使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需要處理商業化運作與女性主義公共

目標之間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

雖不以獲取經濟收益為目的，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仍需追逐

平台基於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形成的可見性，這是她們擴大女性主義文

化影響力、推動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實現的基礎。她們主要希望借高

質量的內容被受眾看見，同時也通過策略性地安排更新頻率和時間增

加可見性，由此，她們獲得了量化維度上的可見性，呈現出數據勞動

的屬性。此外，她們致力於打造與粉絲的親密關係，並盡量弱化外部

衝突關係，以強化「被看見」的質量，這帶來了她們的關係勞動。她們

同時也在意體現與粉絲親密關係的數據，這事她們的關係勞動與網紅

博主借「自我品牌化」增加商業價值的勞動類似（Raun, 2018），但是女

性主義意見領袖並非將打造情感聯結作為一種商業策略，而是出於維

繫女性主義社群的公共性目標，體現了可見性的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

的融合。

中國商業化的數字平台還是重要的社會治理主體，需要在商業運

作的同時承擔言論監管職能（Hou, 2019）。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政治敏感

性使小紅書必須嚴格監管女性主義文化，導致女性主義意見領袖隨時

處在平台審查帶來的「不可見」的威脅之下；此外，女性主義文化所倡

導的反資本實踐（如批判「服美役」及粉絲文化），也與小紅書基於「她

經濟」的商業模式相抵觸，這同樣帶來了「不可見」的挑戰。由此，為

保證政治邏輯層面的可見，女性主義意見領袖付出大量的認同勞動努

力將自己塑造為無害的、能夠為平台帶來經濟收益的內容生產主體，

如主動隱藏敏感詞、借流行女性主義弱化批判性等。

基於數據勞動、關係勞動和認同勞動，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積

累了一定的平台可見性，由此獲得了流量變現的機遇。她們致力於借

商業化推動女性主義的公共性目標，如女性主義意識提升以及推動性別

平等的公益項目，體現了她們嘗試使可見性的經濟邏輯服務於政治邏輯

的努力。這一過程中涉及的轉化勞動使得商業化運作對她們來說更像

是負擔而非補償。因此，女性主義的商業化不應被簡單地定義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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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應被視為消融結構性改變、行動者政

治和資本市場之間界線的創新實踐（Vromen, 2015）。就西方語境而言，

受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影響，福利國家對公共事業的投入越來越少，這一

實踐有助於緩解維持女性主義集體行動的經濟壓力，並使行動者有足夠

動力持續參與女性主義事業（Mendes, 2022）。在中國女性主義集體行動

受限的語境下，這一實踐有助於塑造「懸置結構」（abeyance structure），

從而維繫女性主義者的聯結、存續及擴散女性主義意識形態，以便在政

治機會成熟時重啟集體行動、促成社會改變（Taylor, 1989）。

圖一　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

用戶在使用數字平台時究竟是被平台資本剝削、還是在技術賦權

之下重獲勞動者主體性？數字勞動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持剝

削或異化立場的學者認為，平台依靠用戶生產內容及用戶行為數據完

成資本循環，它們將用戶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concrete labor）（如

生產信息、知識、社會關係等）異化為創造消費品價值的抽象勞動

（abstract labor），由於用戶依賴數字平台維持自身的社會存在，他們無

法逃離平台的剝削（Fuchs & Sevignani, 2013）。反對者則認為不應囿於

剝削或異化和賦權或主體性的二元框架，強調兩種狀態的並存：用戶

作為數字勞動者，在使用平台的過程中既創造了被資本剝削的交換價

值，也創造社會性意義上未被異化的使用價值（Jarrett, 2015），即同時

進行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本研究認為，數字勞動者也具備將抽象勞

動還原為具體勞動的潛能。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數據勞動、關

係勞動和認同勞動，體現了其可見性勞動中服務於平台資本的維度，

可見性的經濟邏輯：實現量化 
意義上的可見性

可見性的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
融合：強化可見性的質量

可見性的經濟邏輯服務於政治 
邏輯：挪用可見性以推動 

女性主義公共性目標

可見性的政治邏輯： 
避免「不可見」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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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產知識、情感等的具體勞動（主動）被剝削或異化為抽象勞動。其

應對審查的認同勞動主動迎合了經濟的可見性邏輯，服務於平台剩餘

價值生產以獲得可見性；而借女性主義商業化推動女性主義公共性目

標實現的轉化勞動，則體現了挪用資本為女性主義事業服務的主體能

動性，即將生產交換價值的抽象勞動「反向異化」為生產社會性意義的

具體勞動。就此而言，她們完成了對數字平台的深度反抗。

表二　數字勞動中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關係模式

模式一 具體勞動被異
化為抽象勞動 用戶生產內容及用戶數據成為消費品

模式二 具體勞動與抽
象勞動並存

用戶生產內容及用戶數據在成為消費品的同時，也服務於社
會性意義

模式三
具體勞動對抽
象勞動的反向
異化

作為消費品的用戶生產內容及用戶數據服務於社會性意義

當下，越來越多的草根女性主義者在各類數字平台中、以生產女性

主義文化的方式持續推動性別平等進程，不同數字平台中的草根女性主

義者的數字勞動是否呈現出與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相同的圖景？概

言之，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是否具有跨平台的闡釋力？本研究認為，在

商業邏輯這一平台化機制的影響下，草根女性主義者均需從事層級化的

可見性勞動。這是因為當下的數字平台均為私人所有、市場導向，其商

業邏輯均建立在注意力經濟基礎之上（Wu, 2016），因而平台的商業邏輯

具有模式化影響。草根女性主義者在嘗試獲得足夠的平台可見性來推進

女性主義政治進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對內容及流量變現的誘惑，

帶來商業化運作和堅守女性主義公共性之間的矛盾，這使她們均需要從

事不同層級的可見性勞動，以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

但在不同平台中，各個層級的可見性勞動所佔的比重可能存在差

異。這主要因為注意力經濟這一商業邏輯孕育出差異化的營利模式，各

數字平台特定的營利模式影響了各個層級的可見性勞動的比重。小紅書

的營利模式由「優質內容社區+電商」主導，4其致力於借助UGC形成優

質內容社區，即首先打造活躍、高質量的內容創作生態，滿足不同類型

的受眾的信息需求，並刺激受眾「種草」—產生消費欲望和需求，進

而借助內容創作者影響力完成電商銷售的核心流程—「帶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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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紅書將流量分發到能提供實用性、高質量內容的普通用戶，進而

激發社區用戶自主參與分享和討論以培養優質內容社區，5這賦予數量

龐大的中腰部內容生產者變現機遇，使得商業化運作成為普遍現象。因

而，用戶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商業化運作較為寬容，這為她們的轉化

勞動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微博目前的收入仍主要來自廣告投放，採取

「大V+廣告營銷」的營利模式。類似於傳統媒體時代的受眾商品論，這

一模式依托粉絲體量極大的頭部內容生產者保證用戶流量，以此吸引廣

告投放。在微博中，佔比較少的頭部內容生產者（粉絲量達一百萬至千

萬）才會被品牌方認定為有商業價值，6獲得變現機遇，這使得內容生產

者的商業化運作在微博中並非常態。少數達到此粉絲量級的微博女性主

義意見領袖的商業化嘗試受到批判和抵制，削弱了「轉化勞動」的基礎。

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其他商業化特質稍弱的平台如小宇宙中，在這類平

台中，女性主義意見領袖轉化勞動的比重可能較小。此外，微博在近年

來逐漸弱化其公共領域色彩，以減少其公共表達治理的責任，避免因監

管不力而受到行政處罰，影響其商業利益（Jia & Han, 2020）。這使得微

博在近年來傾向於嚴格審查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政治類議題的討論，因

而，微博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可能付出較多的認同勞動。

圖二　 豆瓣小組中對微博及小宇宙平台上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商業化實踐的批判（2022年12月
11日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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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層級的可見性勞動在不同數字平台中所佔比重的差異，體現了

個體實踐的能動性與平台化機制的結構性影響之間的「斡旋」，即平台化

理論最初所強調的平台化機制與基於此形成的文化實踐之間的相互影響

（Poell et al., 2019, p. 5)。因而，研究者應避免僅強調平台化機制對特定

文化產業及主體性實踐的模式化重塑，而是可以採取「社交媒體比較 

研究」（comparative social media studies）的視角（Matassi & Boczkowski, 

2021)，以關注相同的平台化機制的底層邏輯在不同數字平台中形成了

哪些特定的運作方式，從這些差異入手，討論構成「模式」的具體要素、

要素佔比、以及要素間的相互作用等。

六、研究局限

本研究主要存在四方面的局限。首先，研究者未能訪談小紅書的

技術、審核及商業運營人員，他們對平台商業邏輯和可見性機制的闡

釋，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的理

解。其次，本文主要從平台化機制中的商業邏輯要素切入對可見性勞

動的討論，這可能帶來線性關聯的誤解。實際上，其他平台化機制要

素、以及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均對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的勞動

實踐產生影響。比如研究發現中所提到的「友善的社區氛圍」。小紅書

希望塑造良好的平台生態，以增強用戶的表達和分享欲，保證有足夠

的原生性內容生產來打造優質內容社區，進而反推電商銷售。因而，

小紅書的平台規制嚴格處理對騷擾、謾罵等的舉報。這使得小紅書女

性主義意見領袖可以借助平台監管力量應對厭女攻擊對女性主義社群

的干擾，從而緩解了關係勞動負擔。這體現了平台規制要素與商業邏

輯的勾連對勞動實踐的作用。另外，小紅書的技術可供性與商業邏輯

的關聯也影響了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比

如，小紅書內容推薦方面的技術可供性以精準化著稱，以使得特定的

內容往往只在具有相似屬性的用戶圈層中傳播，避免過多的對立和衝

突。7這一可供性在服務於打造良好的內容社區氛圍的同時，也降低了

具有較強針對性的內容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因而，小紅書女性主義

意見領袖想要獲得更廣泛的平台可見性，就需要增強內容的普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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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產女性成長、情感療癒、自我關愛等「女性導向」而非「女性主義導

向」的內容，以增加進入用戶「發現」頁面的機會，吸引更多的粉絲，這

是她們轉化勞動的基礎。基於此，後續研究者可以融合技術、規制、

商業三個平台化機制要素，對公共價值導向的內容生產者的數字勞動

進行更為細致全面的描摹。

第三，本研究忽視了對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與

其帳號可見性之間的關係的討論，如其可見性勞動如何影響了她們的

帳號在小紅書中可存活的時間長短、粉絲量多寡等；以及她們所獲得

的可見性是否又會影響後續的可見性勞動，比如在迅速漲粉之後，不

同層級的可見性勞動的佔比是否會發生變化。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更大

的樣本量和歷時性觀察，以及結合訪談了解她們的能動性考量。對這

一問題的回答，能夠更好地呈現平台化機制的結構性影響與個體實踐

的能動性之間的張力。

最後，本研究主要討論了小紅書女性主義意見領袖「如何勞動」，

缺少對她們的「勞動成果」—所生產的內容—的分析。後續研究可

以選擇合適的抽樣方法，並依托批判性話語分析對所抽取的文字及視

頻內容進行歸納和闡釋，概括她們所形塑的話語類型，由此關照她們

所呈現出的女性主義立場，進而探討不同的女性主義立場對層級化的

可見性勞動的影響，如激進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女性主義者在進行轉

化勞動時有何差異，這將進一步強化層級化的可見性勞動這一概念的

闡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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